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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教学论实为理论教学论，

即习惯以思辨方式在理论基础上衍生理论。

这造成的困境不言而喻：理论的空洞繁荣和

在描述、解释、引领实践中的乏力。有鉴于我

国教学论发展中的这种内在危机，近十多年

来，我国教学论研究路向发生了重要转变，即

以实证方法所进行的旨在发展“实践教学论”

或“课堂教学论”的课堂研究方兴未艾，这对

于改变我国教学论的研究传统与知识结构，

通过教学理论创新促进教学实践变革具有重

要意义。

课堂研究范式是课堂研究的模式、模型

和图式，是进行课堂研究的思考方式和研究

类型，［1］范式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方法论的

差别，而在于实质性内容的不同，如研究者对

学习、课堂、教学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

课堂研究范式是富有解释力地探究课堂理论

的分析框架。下面从过程—成果范式、中介

过程范式和生态文化范式来梳理、比较和反

思国内外课堂研究理论。

一、过程—成果范式下的课堂研究

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

相对独立的教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方

面得益于美国崇尚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经验

研究，另一个动因来自于 1966 年发表的《科

尔曼报告》对学校效能的质疑。此后有关教

学效能或教师效能的研究蓬勃开展，过程—

成果范式下的研究便成为课堂研究的主旋

律。此范式致力于寻求教师和学生的什么特

征与理想的学习结果相联系。人们相信一旦

找到了能够引起“成果”的“过程”，就可以按

照这个规律进行有效教学了。美国教育研究

协会出品的第三版《教学研究手册》中数篇论

文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千多项量化

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从教师的特征与行为，

教学模式、策略、技能和方法等方面揭示了影

响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业成就的因素。［2］这为

我们认识教学艺术的科学基础，探寻教学这

门“软科学”中的“硬财富”提供了十分必要的

知识基础。

弗兰德斯互动分析法是影响最大，运用

较为广泛的揭示课堂中行为结构的方法。其

旨在采用量化方法，通过既定框架对课堂中

教师和学生行为及互动进行统计描述。弗兰

德斯互动分析法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与理解课

堂中教师与学生行为的比较简洁的方法，但

是人们对这种方法的批评如同对过程—成果

范式的批评一样，把具有意识和情境意义的

行为原子化了。具体而言，其一是忽视了行

为背后的意义，二是看不到行为之间、行为和

情境之间有意义的关联。

就我国来说，自 21 世纪以来，在教育和

课程改革背景下，虽然对于教学的认识不断

推陈出新，教学模式与方法花样繁多，但在这

种多元情境下，人们对什么是好的、能够切实

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这个关键问题迷思了。

于是，便开始了对有效教学的理论沉思与实

践研究。如崔允漷于 2001 年发表的论文中

认为，有效教学是为了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益，

强化过程评价和目标管理的一种现代教学理

念；有效教学关注学生的进步和发展，要求教

师要有时间和效益的观念，更多地关注可测

性或量化。［3］其后，崔允漷与中小学合作开

发了颇具影响力的课堂分析框架和观察工

具，这可看作对有效教学理念的实践。实际

上，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开发的教学评价指

标体系都旨在通过量化方法揭示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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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特征，从而探明与理解教学中影响

学生发展的因素。例如，人们发现教师的观

念、教学风格、课程设计、教学的纵向与横向

及内在结构、教与学的方式、课堂管理、教师

的激励、课堂教学时间等是影响有效教学的

因素。［4］

过程—成果范式在发展中对教学的理论

假设发生了转变。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

是在行为主义心理学视野下，寻求课堂背景

因素、教师行为与学生学业成就和学生态度

之间线性的关系。80年代之后，在认知心理

学视野中，认识到教学是多种因素间复杂的

互动过程。从中国与美国关于教学效能的比

较来看，中国有关研究不仅比美国晚三十多

年，研究方法和统计技术上的差距也巨大。

我国课堂研究存在着成果重复、内容浮浅和

轻视实证研究等问题。［5］通过高级统计方法

对影响教学效能的因素进行深入探究是我国

今后课堂研究中亟待加强的方面。

二、中介过程范式下的课堂研究

中介过程范式从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心

理学出发，增加了对教师信念、教学观念和实

践的反思，以及对学生认知、情感等方面的研

究，重视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的认知过程和

意义建构，认为教学的本质是师生之间展开

的反思性的、持续性的互动，课堂是由教师和

学生互动中展现出来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所创

造和推动的，不满足于普适的、简约的教学理

论，对课堂生活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认识，认

为好的教学需要复杂的、情境化的课堂理

论。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采用观察、深度访

谈等“现场式”方法，［6］通过对教学活动中外

显的与内隐的、过程的与情境的内涵进行微

观的深描来理解课堂。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究竟想要达到什么

样的教学目标进行哲学式沉思，并重申学生

在课堂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需要教师、学生

寻找教学活动背后的理由与意义并据此行

动。概而言之，主张课堂不再局限于知识和

技能的传递与习得，而着重于成长、转化和创

造性。课堂研究的视角要从“客位”向“主位”

转换，研究者俯下身段观察与分析教师的认

知，探讨诸如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教师角色

观、教师决定、教师教学观、教师知识等问

题。从学生的眼睛中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与

思维律动，探讨的内容包括学生思考、社会认

知、小组学习、自我监控学习等。专著《透视

课堂》是探究课堂互动的代表作，其在对课堂

深描基础上对课堂教学中的教师期望、学生

动机、课堂管理、课堂指导等重要问题进行了

描述和分析，认为课堂研究方法需要依照研

究目的而确定，可采用定量方法，亦可采用定

性方法，发展出了用来分析课堂中师生行为

的双向互动系统，并展示了定性方法在研究

充满人文气息的课堂中的独特魅力。［7］其运

用的方法可以概括为“课堂观察—课堂写真

—课堂分析”三部曲。［8］课堂观察在明确目

的的指引下，通过文字写真、影像写真、个案

写真与范例写真等不同形式，以“全纳”的而

非选择性的方式把发生在课堂中的行为及情

境记录下来，结合与教师和学生的深度访谈，

以扎根理论的方式，在现象学、整体论、系统

论的视野中对课堂活动的意义及其之间的关

系进行诠释性理解。这种课堂研究模式成为

西方许多教学理论研究者遵循的范例，走进

课堂田野，收集丰富的过程性资料，走进教师

与学生的思维与心中，而后通过扎根理论方

式概念化其中的情景化或实践性理论，依此

作为发展教学理论的基础。［9］

在我国，随着对“应试教育”的深刻反思，

以及21世纪以来在课程改革推动下，课堂研

究中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被重视、唤醒和激

发，涌现出了许多重视教师和学生主体性的

教学理论与实践。例如李吉林自改革开放后

就开始的情境教学实验，发展出了“形真”、

“情切”、“意远”、“理寓于其中”的情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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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情境教学理论的产生，是李吉林在长

期对课堂自我观察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发展

出来的。

总体来说，中介过程范式下对课堂的质

化研究是我国对课堂进行实证研究的主要方

式。对教学一线涌现出来的如魏书生、李吉

林、于漪等一批专家式的中小学教师而言，基

于对自身课堂的细致观察，不断反思与实践

性知识积累是他们成为专家型教师的关键。

在我国教育界大兴质化研究的风潮下，特别

是在构建院校伙伴协作模式的推动下，学界

通过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方式开展了大量

的中介过程范式下的课堂研究，这对于挖掘、

提炼和形成我国本土教学理论，推进课堂变

革具有重要作用。

三、生态文化范式下的课堂研究

生态文化范式不仅向内看课堂，而且向

外审视课堂和社会的血脉联系。生态文化范

式从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视角出发，认为

课堂教学是一个满载文化、社会意义的场

域，课堂与外部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首先，课堂是一个“社会”范畴，置身于社

会中，在社会中生存；其次，课堂本身就是一

个“小社会”，课堂中有着社会组织，特定的社

会角色，特殊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特定的

社会规范。［10］生态文化范式的基本旨趣在于

通过对教学活动深描来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

及其来源，并在与环境脉络互动中理解与诠

释教学活动的意义。

话语分析是生态文化范式下课堂研究的

重要思想工具和方法。在话语分析视野中，

课堂对话主要通过语言进行，语言是认知的，

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是参与者身份建构的

重要工具。作为社会交往的课堂对话，不能

脱离社会背景而存在，这意味着课堂并不是

完全由教学活动参与者赋予意义的，作为课

堂背景的社会在教学活动开展前已经赋予了

课堂一定的含义。因此，课堂对话的社会性

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微观与宏观。

微观层面指对话展开的课堂情形，而宏观层

面与社会相联系。现实的课堂对话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教师的官方世界和学生的非官方

世界。两类世界之间的对话并不平等，教师

具有在任何时候对学生说话的权利，而学生

则不同，由学生发起的交流活动往往受到限

制。在师生对话的交往活动中，教师始终处

于主动地位。几乎所有的课堂对话都具有很

明显的“三阶段”结构，即“教师提问—学生回

答—教师评价”。［11］学生的思考与行为基本

上规限在教师划定的范围内，教师的话语系

统主导着对话过程。学生“淹没”在这种对话

形式中，长此以往，将失去质疑、探究、发现的

兴趣、勇气和能力。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

贝尔斯看来，教学本应是苏格拉底式对话，这

种对话是平等的、开放的、政治赋权的知识建

构过程。［12］在对话性的教学中，认为最有价

值的知识不一定都是通过政策工具——课

本、考试等形式表达与规范的“法定”知识，教

师与学生在互动中发现、创造的“民间”知识

同样是有价值的，它能够唤起教师和学生的

自我意识。知识的本质从获得过程来讲，是

建构性的；从功能上讲，不仅是用来认识、理

解世界的，也是用来建构一个更公正社会的

工具。［13］可以说，生态文化范式下的课堂研

究承袭了盛行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和批判主义

教育思想，怀着杜威所主张的“教育是社会变

革的根本方法”的梦想，重视教学中的赋权与

平等。

由于传统文化和教育观念等原因，我国

在生态文化范式下的教学研究起步晚、研究

少。不过，21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所倡导的自主与探究的学习方式、研究型学

习课程为对话式教学提供了发展空间，实际

上也促进了注重学生话语权的教学方式变

革。在看到课堂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我们

也看到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课程改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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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应的师资、学校管理、评价机制和学习

习惯等生态文化，使得其行进的步履显得分

外艰难。在研究方面，以吴康宁为代表的教

育社会学者在过去十多年中从社会学的视角

对课堂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并通过问卷

调查、个案分析等方法探究课堂中的社会属

性，为我们认识课堂提供了新的视野。另一

项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通过对一所乡村学校语

文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对学校在教育

体制、政治体制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认为

课堂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社会文化的传

承和意识形态的复制。［14］但总而观之，在我

国，生态文化范式下的课堂研究是一个被忽

视的向度，是失落的声音，特别是课堂教学与

外部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课堂不

仅是认知的，同时也是情感的、政治的，是具

有多种属性的综合体。教学不再是心理学的

简单应用，而向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敞开

了大门。不同范式下的课堂理论及研究向我

们展示的是课堂的某个侧面。我们需要根据

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适切的研究方法来认

识课堂的不同面目。这是今后课堂研究中需

要着力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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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究方法：基本范式与路径嬗变

李泽林（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时代，课堂研究方法越来越成为教学论

研究者透视课堂、研究课堂、重构课堂，进而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教

学论研究者及时厘清、挖掘、阐释课堂研究方

法在教学研究中的价值和嬗变的路径，以促

进课堂的变革。

一、课堂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

课堂研究方法的发展之路与教育研究方

法的发展之路相同，也经历了自然科学研究

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移植、内化与发展

的过程。在存在的基本形态上，主要有质的

研究与量的研究两种范式。

课堂研究中，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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